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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经济影响: 

一个文献综述 

宋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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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服务业已超过第二产业并成为中国国民经济中的第一大产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阐述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的经济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五大方面。具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够推动

地区生产率水平提升,助力产业价值链攀升,加快产业协同融合,推动制造业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加速城市化进程。

新时代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发展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顺利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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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生产性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显现。从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历程来看,服务业对国内生

产总值的贡献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如美国 2000 年 GDP的 77.4%来自于第三产业,这一数值于 2015年达到 81.6%;英国 2016年 GDP

的 94.7%是由第三产业贡献的。1 值得强调的是,第三产业之所以能够主导发达国家的经济,是因为富含高级生产要素的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势头强劲。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增长了约 60%,而其服务业只增长了大概 25%。2生产性服务业的

增幅是服务业的 2.4倍,这主要受益于美国的技术创新,特别是信息与通信领域的重大突破。 

从我国的三次产业发展情况来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呈逐年上升态势。具体而言,第三产业于 2012年取代第二产

业成为 GDP的最大贡献者。截至 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升到 346149.7亿元,占据 GDP的“半壁江山”。2019年的数据表明,第三

产业增加值高达 534233.1亿元,构成了同期 GDP的 54.04%。
3
自 2004年至今,服务业增加值的 55%左右是由生产性服务业创造的,

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例从 1/5 附近上升到接近 1/3。4而且,生产性服务业因具有较强的整合劳动和资本要素的能力,

其全要素生产率对 GDP 的贡献率排在第二产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之前(李平等,2017)。由此可见,生产性服务业有望成为我国经济

增长的新动能。 

2007 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强调,“大力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有

机融合、互动发展”,“同时加快从生产加工环节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服务环节延伸,降低资源能耗,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指出,“生产性服务业涉及农业、工业等

多个环节,具有专业性强、创新活跃、产业融合度高、带动作用显著等特点”,“引导企业进一步打破‘大而全’、‘小而全’

的格局,分离和外包非核心业务,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以上政策阐明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迫切性与必要性。依托生产性服务

业的发展带动制造业的非核心业务分离,既能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又能促使制造业的核心业务能力提升,进而加速

产业价值链向高端迈进。一方面,产业价值链的提升让国内企业有机会参与“微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环节的分工(如研发、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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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设计和营销等),学习效应与知识溢出效应的发挥将使得国内企业获得先进的技术及价值链管理经验,从而推动国内产业的升

级;另一方面,参与价值链分工的企业将掌握的先进技术应用于国内生产,本地产品的质量水平与国际竞争力进而得到上升。本质

上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所推动的产业价值链攀升是新时期条件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不同,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将出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增长动力的转换。这表明新时期的经济发展将更加重视

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更加强调生产效率与经营效益等方面。毫无疑问,我国经济中上述积极变化的顺利实现离不开生产性服务

业的大发展。 

尽管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了考察,但是鲜有文献致力于全面地阐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经济影响。鉴

于此,本文的目标是系统地梳理现有文献,进而廓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经济影响,从而为我国制定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政策提供有益的启示。具体而言,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经济影响总结

为五点:提高地区生产率、促进产业价值链攀升、推动产业协同融合、助力产品出口以及推进城市化。之所以选择上述五个方面

的影响,因为这五个方面不管是从现实角度还是从理论角度而言都更加重要,文献也相对更多。第二,本文重点着眼于不同文献提

出的不同作用机制,因为作用机制相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而言更能体现文献的实质性内容。第三,为了直观地理解生产性服

务业的经济影响,本文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支撑,且大部分数据都经过了深度处理。比如,本文在归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出口的影

响时使用了产品出口质量指标,而这一指标必须经过复杂的数据筛选与处理才能得到。第四,本文整理出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

五大经济影响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的又好又快发展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多重动力,这无疑为探寻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指

明了方向。 

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生产率提高 

学术界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生产率的关系研究还没有达成共识,目前存在“促进论”“抑制论”和“不确定论”三种观

点。持有“促进论”观点的学者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式发展改善了地区发展环境,通过人才流入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

提升了区域整体的生产效率(Eswaran 和 Kotwal,2002),而且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式发展也有利于区域内生产率提高(Fernandes 和

Paunov,2012)。但需要强调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对生产率的促进需要以人力资本充分积累为前提(项松林,2020)。与“促进论”

相反的是,部分学者强调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并不会促进生产率上升,反而会在相当程度上压低生产率(Andersson,2004)。还有一

小部分学者提出了“不确定论”,惠炜和韩先锋(2016)就指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在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时展现出门槛特

征。换言之,生产性服务业在自身集聚水平较低时能最大程度地促进生产率提升,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达到其阈值之后,生产

率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之间的正向联系可能会达到最低点。整体而言,“促进论”在以上三种观点中占据主流地位,即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与地区生产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一方面,制造业非核心业务的剥离势必增加了生产性服务方面的需求,这显然刺激了

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金融、咨询和科学技术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够为制造业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自然

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发展程度不断得到改善(唐晓华等,2018),经济体的生产效率也会相应提高。我国沿海地区经济

发达程度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沿海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猛,进而能够高效地为制造业提供各类生

产性服务,实现经济体快速发展。 

我们需要注意到,地区生产效率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通过市场规模的限制、信

息技术的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对制造业生产效率产生正的外部性(余泳泽等,2016)。具体来看,生产性服务业的智力密集

型特性决定其市场规模远不及制造业规模,生产性服务业有聚集在城市之中从而远距离地服务制造业的现实可能性;信息技术的

快速发展促使服务效率大幅度上升,发包方与接包方都能够低成本地获得对自身有价值的信息;便利的交通带来沟通成本的降低

及出行方式的多样化,人们面对面交流的地域限制得以打破,服务信息的失真程度能够降至最低水平。但是,这种外溢效应往往随

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递减。其可能的原因在于,财政分权制度的实施造成了区域市场分割的出现,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

大化而出台地方保护政策,使得本区域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较少对另一区域制造业企业提供服务。可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

生产率提升存在地理上的边界,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生产率提升好处,有必要加强区际交流与合作,改变 GDP

至上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 



 

 3 

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价值链攀升 

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以服务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逐渐形成。但是,自我国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

链体系以来,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而未能顺利攀升到价值链高端环节。因此,如何实现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成为一个亟

待解决的问题。纵观发达国家的价值链治理经验,可以说产业价值链高端化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高级生产要素的集聚(刘奕

等,2017)。 

倘若一国幻想依靠进口生产性服务来推动产业升级,那么它很有可能被锁定在产业价值链低端。短期来看,企业积极参与全

球价值链分工并承担一个生产环节能够获得可观的利润,但是这种单一工序的生产模式具有极大的外部依赖性,一旦经济波动造

成订单数量大幅度减少,企业将会遭受沉重的打击(杨玲,2016)。另外,一旦地区之间因缺乏互动性而彼此处于被孤立的状态,更

广范围内的规模经济效应就发挥不出来,这一损失也是巨大的。比如,长三角地区先前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就过度依赖西方国家

的外包业务,各区域相继进行单一的零部件生产而极少进行交流,虽然在相当长时间内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也错过了构建区域

产业链进行持续盈利的最佳时机。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长期没有得到重视,制造业自然只能转向进口生产

性服务来寻求自身升级,结果便使得国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联系中断,进而使得制造业升级进度为发达国家所掌控。事实

上,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开始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进行了布置,但是却出现了生产性服务业越发展反而制造业升级越困

难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悖论”(杨玲,2017)。回顾我国工业化发展历程就可以发现,新中国亟需改变工业基础薄弱的现状,国家

的工作重心自然就转到重化工业建设上来,长期的要素价格扭曲政策造成了工业优先发展而农业与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

(林毅夫等,1994)。直到今天为止,生产性服务业行业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而是采用负面清单的举措逐步地对外开放。以上海自

贸区生产性服务业开放进程为例,上海市先后出台了五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对限制和禁止外资进入的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进行了明文规定。从表 1可以看出,外商在上海自贸区内投资各细分生产性服务业行

业的自由度呈上升态势,这意味着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在增加。随之而来的是,行业内部竞争日益激烈以及知识溢出不断增加,

本土生产性服务业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期,而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发展将为本国制造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撑(江小涓,2008)。 

表 1外商投资上海自贸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受限条目数 

生产性服务业 

2013版 2014版 2015版 2017版 2018版 

限制 禁止 限制 禁止 限制 禁止 限制 禁止 限制 禁止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8 3 12 3 14 5 8 3 5 2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4 4 4 4 2 2 2 2 1 1 

金融业 5 0 4 0 12 2 11 2 3 0 

批发零售业 10 3 8 1 2 2 2 2 0 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2 1 8 1 6 3 3 2 1 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8 4 2 2 1 3 1 2 0 3 

 

国内价值链升级的一个重要体现是,生产性服务业不断从制造业中剥离开来,制造业只需从外部购买服务来完成产品的制造

过程,即制造业更加聚焦于其核心业务发展。与此同时,生产性服务贸易本身可以看作知识要素的传播媒介(王爽,2016),制造业

企业通过对进口的生产性服务的消化和吸收,可以提高本企业在职员工的技术水平,进而缩短人力资本存量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时间。人力资本的质变降低了本土企业进入产品研发、品牌设计以及营销物流等领域的门槛,这为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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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攀升创造了有利条件。总之,从制造业中游离出来的金融、科学研究和信息传输等生产性服务具有知识要素含量高的特点,

制造业因享受到高度专业化发展的生产性服务而获得生产效率提升(Francois,1990),进而有能力突破价值链攀升的障碍并实现

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产业协同融合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当于国民经济的两只“翅膀”,双翼协同发力方能带动经济腾飞。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呈现出

层级分工特性,5制造业则倾向于走出大城市并向中小城市均匀分布,表 2展示了这一规律。其中,以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为代表

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大多布局在上海、南京和杭州等超大或特大城市;而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属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范畴,倾向于集聚在合肥、芜湖和舟山等级别较低的城市。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之所以布局在大城市,是

因为大城市能为其供给充沛的高端人才,且大城市有足够的市场来稀释高端服务业的运营成本。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交易频繁

的特点,其布局在中小城市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交易成本、节约交易时间。 

表 2 2017年长三角 26个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集聚度 

城市 城市级别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低端生产性服务业 制造业 

G J M H F L C 

上海 超大城市 0.218 0.242 0.174 0.567 0.362 0.393 0.272 

南京 特大城市 0.318 0.104 0.189 0.340 0.312 0.174 0.222 

无锡 Ⅱ型大城市 0.104 0.162 0.068 0.195 0.118 0.060 0.558 

常州 Ⅱ型大城市 0.042 0.162 0.090 0.133 0.125 0.113 0.479 

苏州 Ⅰ型大城市 0.064 0.096 0.040 0.177 0.113 0.075 0.686 

南通 Ⅱ型大城市 0.022 0.099 0.033 0.080 0.059 0.067 0.204 

盐城 Ⅱ型大城市 0.041 0.158 0.037 0.116 0.134 0.080 0.253 

扬州 Ⅱ型大城市 0.042 0.082 0.052 0.080 0.107 0.073 0.248 

镇江 Ⅱ型大城市 0.043 0.211 0.086 0.136 0.129 0.157 0.427 

泰州 Ⅱ型大城市 0.027 0.100 0.037 0.102 0.104 0.049 0.256 

杭州 特大城市 0.251 0.179 0.178 0.269 0.177 0.196 0.229 

宁波 Ⅱ型大城市 0.067 0.233 0.053 0.190 0.171 0.138 0.416 

嘉兴 Ⅱ型大城市 0.031 0.155 0.081 0.134 0.102 0.120 0.557 

湖州 Ⅱ型大城市 0.038 0.206 0.041 0.120 0.080 0.070 0.378 

绍兴 Ⅱ型大城市 0.018 0.097 0.024 0.084 0.054 0.037 0.251 

金华 Ⅱ型大城市 0.048 0.216 0.034 0.111 0.127 0.104 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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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 Ⅱ型大城市 0.060 0.248 0.056 0.159 0.453 0.263 0.174 

台州 Ⅱ型大城市 0.025 0.240 0.030 0.104 0.060 0.051 0.324 

合肥 Ⅱ型大城市 0.118 0.121 0.117 0.247 0.277 0.081 0.234 

芜湖 Ⅱ型大城市 0.041 0.177 0.058 0.248 0.286 0.063 0.386 

马鞍山 Ⅱ型大城市 0.072 0.288 0.089 0.104 0.139 0.076 0.274 

铜陵 Ⅱ型大城市 0.034 0.144 0.055 0.117 0.158 0.073 0.353 

安庆 Ⅱ型大城市 0.074 0.173 0.055 0.175 0.141 0.045 0.262 

滁州 Ⅱ型大城市 0.044 0.145 0.074 0.144 0.172 0.037 0.352 

池州 Ⅱ型大城市 0.063 0.347 0.087 0.186 0.177 0.075 0.214 

宣城 Ⅱ型大城市 0.071 0.299 0.053 0.175 0.113 0.040 0.308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成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融合,这有助于地区生产率的进步、技术的突破和充分就业(苏立君,2016)。

制造业企业使用生产性服务进行生产时会产生服务成本,但是这一成本大大低于制造业自我服务时产生的费用。其背后的原因在

于,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与迂回生产引致生产效率上升,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的规模报酬不递减的属性使得成本变得可控

(Markusen,1989)。而且,制造业分工的细化与深化产生了大量生产性服务需求,服务市场借机扩大并提供了可观的专业化就业岗

位,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关联程度进一步得到了加强(Park,1989)。 

五、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出口促进 

虽然我国制造业生产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但制造业全球竞争力还不是最强的。6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借助于廉价的劳动力与

资源优势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参与全球化分工与生产。但是,伴随着“人口红利”消失以及资源能源约束趋紧,大量低端制造业

企业相继撤离我国,转向越南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高端制造业企业也陆续向母国回流。7由此可见,我国制造业粗放型发展模式是

难以为继的,实现制造业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已经刻不容缓。 

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历程表明,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可以显著地增加制造业出口竞争力(Nordas,2010),这主要

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知识和资本密集度较高,能够高质量地服务于整个制造业生产过程,带来降低中间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

效果(Lodefalk,2014)。实际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是通过提高产品的出口质量来提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
8
表 3列出了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及产品出口质量的计算结果,显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产品出口质量也

相对较高,且同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上升往往也伴随着产品出口质量提升。 

表 3我国 31个省(市、自治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产品出口质量 

地区 

2004年 2017年 

Psl Eq Psl Eq 

北京 0.275 1.981 0.298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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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0.235 1.454 0.272 1.553 

河北 0.157 1.129 0.217 1.018 

山西 0.189 1.180 0.222 2.170 

内蒙古 0.210 1.056 0.246 1.329 

辽宁 0.195 1.561 0.268 1.298 

吉林 0.195 1.182 0.169 1.259 

黑龙江 0.151 1.409 0.226 1.672 

上海 0.229 1.655 0.361 1.593 

江苏 0.172 1.405 0.209 1.172 

浙江 0.180 1.136 0.226 0.867 

安徽 0.158 0.996 0.165 1.344 

福建 0.191 1.257 0.197 1.227 

江西 0.163 1.173 0.169 1.161 

山东 0.153 1.108 0.223 1.085 

河南 0.145 1.038 0.178 1.825 

湖北 0.174 1.241 0.190 1.247 

湖南 0.154 1.135 0.170 1.552 

广东 0.183 0.818 0.216 1.019 

广西 0.181 0.930 0.192 1.161 

海南 0.190 1.161 0.236 2.227 

重庆 0.171 1.399 0.224 1.772 

四川 0.156 1.448 0.199 2.060 

贵州 0.163 0.887 0.197 0.919 

云南 0.164 1.468 0.191 1.631 

西藏 0.145 1.110 0.167 0.959 

陕西 0.176 0.965 0.178 3.301 

甘肃 0.167 1.000 0.189 2.354 

青海 0.173 1.142 0.209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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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0.191 1.277 0.196 1.124 

新疆 0.154 1.341 0.183 1.237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引致的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制造业产品的出口结构较先前有所优化,在初级阶段具有

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的特点,而在高级阶段则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为主。不难发现,产品出口结构呈现出上述特征的根源在于生

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程度不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程度较低时,制造业因得到的支撑力量不足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

地位,只能借助本土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土地和能源等要素来参与全球化生产,其产品自然也就缺乏竞争力。当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到较高程度时,本土制造业企业能够得到技术、智力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支撑(Arnold等,2007),这些高级生产要素内化于产

品内部就会表现出过硬的产品质量与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另外,生产性服务业的高度发展使得制造业企业可以专心于服务之外的

产品生产业务,产品合格率与优良率也相应会上升。 

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推进 

前文已经指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2004年至 2017年,这一比值从 20%左右增

至 30%上下,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说明生产性服务业正处于加速发展期。同时,我国城市化进程也在加快,城镇建成区面积

与城镇人口数量均实现了大幅度增长。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同步性证明,两者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顾乃

华,2011)。 

以长三角 26座城市为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速度较快的城市,其城市化率一般也较高;除了常州、南通、盐城、扬州、泰州、

绍兴、台州、合肥和滁州这 9座城市之外,其余 17座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速度均呈上升态势,且其城市化率基本上都有所提

高,具体结果如表 4所示。需要注意的是,截至 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中仅有安庆的城市化率低于 50%,余下 25座城市的城市化率

均远高于这一数值。9可以认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化进程正从外延式扩张阶段全面迈入内涵式提升阶段。 

值得强调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生产性服务业多采用空间集聚的方式进行发展,

企业间合作与交流的便利程度因此而提高,“集体学习”的正外部性得以产生(Keeble 和 Wilkinson,1999)。为了高效地获取这

种正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在空间上集聚发展,继而推动城市经济部门不断向前发展(陈建军等,2009)。而且城市创新水平的

提高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式发展,这一点已为杨仁发和包佳敏(2020)所证实。此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

投资环境的改善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厂商合作将会变得频繁。比如,交通运输业发展降低了企业的运输成

本,提高了资源输送效率;金融服务业兴起为企业搭建了良好的投融资平台,促成了投资供给方与融资需求方的有效结合,消除了

信用体系不健全产生的低效率资金搜寻现象;仓储物流行业发展使企业的零库存成为现实,极大程度地降低了企业仓储成本。伴

随着生产环境的改善,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效率必然上升。生产性服务业也会因此得到进一步发展,进而带动高素质人才自发地在

区域内部集聚。 

表 4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速度与城市化率 单位:% 

地区 

2009年 2017年 

Psv Ur Psv Ur 

上海 33.2 88.6 43.7 89.6 

南京 24.1 77.2 32.1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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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 15.3 67.8 15.8 76.0 

常州 16.1 61.2 14.8 71.8 

苏州 9.1 66.3 12.6 75.8 

南通 12.4 52.7 8.0 66.0 

盐城 14.0 46.3 12.6 62.9 

扬州 11.5 52.9 9.7 66.1 

镇江 15.3 60.0 17.0 70.5 

泰州 14.9 51.0 9.4 64.9 

杭州 21.2 69.5 27.9 76.9 

宁波 14.8 63.7 19.0 72.5 

嘉兴 9.1 51.2 13.9 65.0 

湖州 10.4 50.7 12.4 62.6 

绍兴 7.4 57.7 7.0 65.9 

金华 13.5 58.4 14.3 67.0 

舟山 22.9 62.4 27.6 68.0 

台州 12.6 51.7 11.4 62.5 

合肥 22.6 64.1 21.5 73.8 

芜湖 15.2 66.0 19.5 65.1 

马鞍山 12.6 67.3 17.2 67.9 

铜陵 9.5 76.4 13.0 55.8 

安庆 11.5 36.6 14.8 48.6 

滁州 14.6 41.0 13.7 51.9 

池州 19.3 42.0 20.9 53.7 

宣城 11.8 43.2 16.8 53.7 

 

七、结语 

随着经济持续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地位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毋庸置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助于地区生产率提高,实现价值

链高端攀升;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能够实现其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二者协同融合将推动国内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提升了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而促进了产品出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与规模经济效应,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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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城市化进程。 

我国经济增长迈入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经济新一轮增长急切需要新动能。作为知识、技术与人才要素密集型的生产性服

务业,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凸显,如何保证生产性服务业健康发展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的重要研究课题。我国服务业

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且发展时间较短,各方面还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如果一味追求生产性服务业的数量型发展,结

果很有可能会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缺乏竞争力。比如,我国金融业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金融产品创新不足、金融支

持存在企业所有制歧视、金融危机应对能力较弱等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能否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将关系到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稳

定与否。这表明,我国金融业仍需要继续探索适合其健康发展的路径。再比如,我国科技服务业还需要继续向高端化和智能化发

展,缩小与世界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由此可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是要强调数量型发展,而是要注重质量型发展,通过质量型

发展发挥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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